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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国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的背景下，探究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协调发展对推进汉江生

态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以汉江生态经济带沿线九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根据 2011～2019 年统计数据，

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等方法测度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水平、以及“两化”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与同步

关系，并利用 GIS 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分析“两化”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产业生态

化的整体水平不断上升，在空间上呈现上中下游逐步递增的梯度分布格局；(2)生态产业化水平稳步上升，在空间上

呈现上中下游逐步递减的梯度分布格局；(3)“两化”耦合度在数量上不断上升，耦合类型由磨合阶段过渡为高水

平耦合阶段；(4)“两化”耦合协调度呈快速增长态势，协调类型由勉强耦合协调类型发展到良好协调发展类型。建

议推动产业绿色发展，构建多层次的资源节约循环利用体系，协同推进汉江生态经济带“两化”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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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和国家高度重视大江大河的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随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重

点由沿海地区向纵深腹地的大江大河延伸，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源头——汉江在国家区域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2016、2021年“汉江生态经济带”分别被编入国家“十三五”、“十四五”规划纲要文本。2018年 5月，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

境保护大会上提出：“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并强调“要加快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1]。

因此，汉江生态经济带的生态文明体系建设既是其自身应有之义，同时也关系到长江经济带乃至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产业生

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是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的两条重要途径，产业生态化通过使用绿色低碳循环的生产技术，将产业发展的环境污

染成本降低到最小程度，做到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即环境友好；生态产业化是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逻辑起点，

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和市场化运作等多元化路径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科学合理地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实现以

较少的资源消耗、较好的资源循环利用获得较高的产出，达到生态资源保值增值的目的，即资源节约。2018年国务院批复的《汉

江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特别指出了“汉江生态经济带要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和消费模式”
[2]
。因

此，构建汉江生态经济带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方式，推动生态文明体系建设，实质上就是要科学处理产业生态化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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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以下简称“两化”)协调发展的关系。 

1 文献综述 

产业生态化思想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起源于美国，由美国学者尼古拉斯·盖洛普(Nicholas Gallopoulos)和罗伯特·弗罗

什(Robert Frosch)在 1989年提出[3],其核心要义是模仿生物新陈代谢过程，对产品要素以及产业系统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进

行跨学科研究。20世纪 90年代后期，产业生态化思想逐步传入国内，并迅速在中国掀起开展产业生态化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

热潮。生态产业化思想在 20世纪 90年代初现雏形，早期研究大多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等
[4]。近年来随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两山论”“高质量发展”等概念深受学界和业界欢迎，“生态产业化”已成为研究热

点并有深入推进的趋势。国内学术界关于“两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3个方面：第一，产业生态化的理论演化与实证研究。陈长
[5]认为产业生态化的研究始于循环经济，张国俊等[6]指出产业生态化是高效低耗的经济增长与资源循环利用的生态效益相协调的

动态演化过程。实证研究方面主要从评价产业生态化绩效(水平和效率)展开，高思齐等[7]、魏巍等[8]分别采用地理探测器和因子

分析法对山东省限制开发区、京津冀的产业生态化水平进行测度；马勇等[9]使用 DEA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效率进行

了评价，张亚明等[10]基于 SBM模型测算了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产业生态化效率；第二，生态产业化的理论意蕴研究。生态产业

化的理论研究成果呈现零星状态不成体系，大多关注其概念内涵
[11]

、发展特征
[12]
、典型模式

[13]
与实现路径

[14]
;第三，“两化”协

调发展关系的研究。关于“两化”协调发展的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成果较为鲜见，国内学者对于“两化”协调发展的定义暂未

形成一致意见。陈洪波[15]对“两化”的逻辑内涵与融合发展路径进行了分析，“两化”是前后相继、互为循环的过程。陈长[16]从

不同产业结构类型的角度构建了贵州“两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赋权法计算其协同程度。 

综上，学术界对“两化”协调发展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两化”研究对象涉及各类行政区域、流域、海洋、区域经济

体，研究内容涉及城市群、产业集聚、美丽乡村建设等与“两化”相关的领域，但是把全国粮食主产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的汉江

生态经济带作为研究对象的“两化”协调发展成果较为缺乏，近年来汉江生态经济带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生态承

载能力有限，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鉴于此，本文根据吴传清等[17]、周颖等[18]对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度

的定义，构建汉江生态经济带“两化”系统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化”发展水平、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

进行测度，分析汉江生态经济带“两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和同步关系，评价汉江生态经济带“两化”发展阶段以及二者之间的

协调程度，以期为汉江生态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南与对策建议。 

2 评价指标、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2.1评价指标及权重 

以汉江生态经济带为研究对象，构建“两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沿线主要城市“两化”水平进行测度。目前学界和业界

对“两化”复合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尚未有统一的界定，相关研究成果在“两化”指标选择上更多侧重于经济发展指标，产业

生态化指标较多反映产业发展水平，生态化的内涵没有完全得到体现；生态产业化指标较多聚焦人均产出或收入，没有充分体现

生态与产业的有机联系。基于前期研究基础，本文认为“两化”协调发展的实质是以人为本的发展、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

展，即产业生态化要推动单位产出的环境污染成本降低，生态产业化要实现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减少与资源的循环利用，以构建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方式。 

借鉴张媛媛等[19]、张国俊[6]已有研究成果，从单位产出的工业三废排放水平和大气污染物排放水平两个维度选取 6个指标衡

量汉江生态经济带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用单位 GDP 工业废物产生量、单位 GDP 工业废水排放量、单位 GDP 工业废气排放量来

代表单位产出的工业三废排放水平，用单位 GDP 烟(粉)尘排放量、单位 GDP 二氧化硫排放量、单位 GDP 氮氧化物排放量来反映

单位产出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水平；从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水平和资源循环利用两个维度选取 6 个指标反映汉江生态经济带生态

产业化发展水平，用单位 GDP 能耗、电耗、水耗来测度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水平，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城市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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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来表征资源循环利用水平，从而建立汉江生态经济带“两化”协调发展系统评价体系。本研究运用

stata16软件中的熵值法程序，计算汉江生态经济带“两化”指标的权重，评价体系与计算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两化”协调发展系统评价体系 

目标层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单位 性质 权重 

“两化”协调发展

系统 

产业生态化

(A) 

单位产出的工业三废排放水平

(A1) 

单位 GDP工业废物产生量

(A11) 
t/万元 - 0.208 

单位 GDP工业废水排放量

(A12) 
t/万元 - 0.203 

单位 GDP工业废气排放量

(A13) 
t/万元 - 0.063 

单位产出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水

平(A2) 

单位 GDP烟(粉)尘排放量

(A21) 
t/万元 - 0.213 

单位 GDP二氧化硫排放量

(A22) 
t/万元 - 0.160 

单位 GDP氮氧化物排放量

(A23) 
t/万元 - 0.153 

生态产业化

(B) 

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水平(B1) 

单位 GDP能耗(B11) 
吨标准煤/万

元 
- 0.238 

单位 GDP电耗(B12) kW·h/万元 - 0.229 

单位 GDP水耗(B13) m
3
/万元 - 0.267 

资源循环利用水平(B2)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B21) 
% + 0.138 

城市污水处理率(B22) % + 0.088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B23) 
% + 0.040 

 

注：表 1中“+”代表正向指标，“-”表示负向指标. 

2.2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可度量某个系统内部诸多要素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程度大小。借鉴黄磊等[20]的做法，考虑到汉江生态经济带上中下

游发展差异较大、借用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和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推理得到汉江生态经济带“两化”耦合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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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Vit表示第 i 个地区在第 t年“两化”的耦合度；Uit表示第 i 个地区在第 t 年“两化”协调发展指数；Fit和 Cit分

别表示第 i个地区在第 t年的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水平，根据前文“两化”水平标准化处理获得。 

式(2)中：α、β 为待定系数，分别代表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在综合评价中的权重，且 α+β=1,一般取值 α=β=0.5。

如前文所示，耦合度只能反映系统内部要素影响程度大小，并不能有效体现内部要素协调发展水平。因此，可引入耦合协调度模

型，以更准确地反映汉江生态经济带“两化”间的协调发展关系。Rit表示第 i个地区在第 t年“两化”的耦合协调度，如式(3)

所示。 

 

结合王春娟[21]关于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类型的划分，本文将汉江生态经济带“两化”耦合度划分为 4种类型及相应等级(表

2),“两化”耦合协调度的 5种类型与等级如表 3所示。 

2.3数据来源与指标体系 

依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汉江生态经济带沿线三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及汉江生态经济带主

要城市数据，本文选取沿线 9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即湖北省襄阳市、十堰市、孝感市、随州市、荆门市，陕西省商洛市、安康

市、汉中市，河南省南阳市。研究样本期为 2011～2019年。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2-2020年)、《中国工业

经济统计年鉴》(2012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13-2020年)、《湖北省统计年鉴》(2012-2020年)、《河南省统计年鉴》(2012-

2020年)、《陕西省统计年鉴》(2012-2020年)、2012～2020年汉江生态经济带沿线 9个城市统计年鉴，以及 2011～2019年九个

城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市场价值相关指标采用以 2011年为基期的湖北省、河南省、陕西省定基物价指数

分别进行平减核算。由于汉江生态经济带上中下游各城市的耕地面积、人口规模等指标差异较大，以指标的绝对量衡量沿线地区

“两化”发展水平可能会高估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因此“两化”协调发展系统评价指标均采用相对指标，以准确反映汉江生

态经济带“两化”耦合协调发展情况。本文选择取倒数法将负向指标进行正向化，再用 Z-Score 标准化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

理。 

表 2“两化”耦合度的类型与等级划分 

耦合度区间 耦合度类型 

0≤Vit≤0.3 低水平耦合 

0.3<Vit≤0.5 拮抗阶段 

0.5<Vit≤0.8 磨合阶段 

0.8<Vit≤1 高水平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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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两化”耦合协调度的类型与等级划分 

耦合协调度 Rit 类型 “两化”水平比较 同步关系 

(0.8,1.0] 良好协调发展 

Fit>CitFit=CitFit<Cit 
产业生态化领先型“两化” 

同步型产业生态化滞后型 

(0.6,0.8] 中度协调发展 

(0.4,0.6] 勉强协调发展 

(0.2,0.4] 中度失调衰退 

(0,0.2] 严重失调衰退 

 

注：资料来源于“两化”耦合协调相关文献整理. 

3 实证结果分析 

3.1汉江生态经济带产业生态化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 

从时间维度来看，汉江生态经济带产业生态化的整体水平呈现较快上升的态势(表 4),从 2011 年的 0.668 快速增长到 2019

年的 1.953,年均增长 14.35%,说明单位 GDP 产出对环境污染的成本大大降低。“十二五”以来中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经济增

速在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主体功能区规划等重大战略纷纷在各地落地落实。在此大背景下，汉江生态经济带

九个城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 2011年的 17.2∶51.6∶31.2 跃升到 2019 年的 12.0∶43.5∶44.5,“三二一”的产业结构

特征凸显，服务业占比逐年攀高，另一方面，近年来汉江生态经济带各城市的生态产业、节能环保、新能源等产业蓬勃发展，而

这些产业对生态环境污染较小，生态环境总体水平得到明显改善，可见汉江生态经济带产业生态化水平的逐年上升对本地生态

环境总体水平的改善不会产生阻碍作用。 

汉江生态经济带产业生态化水平内部差异较为显著，2019 年产业生态化水平排名第一的城市为襄阳，且具有较大的首位度

(图 1),是排名第二位随州同期水平的 2.2倍，这主要得益于襄阳近年来加大产业园区建设力度，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新材料、

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新兴产业集群，通过技术进步降低工业污染物的排放。从空间维度来看，样本期内汉江生态经济带中下游

地区的产业生态化水平较高，上游地区的产业生态化水平较低(图 2),产业生态化水平呈现上中下游逐步递增的梯度分布格局，

且产业生态化水平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十三五”以来中下游城市产业发展势头较好，如襄阳和南阳

同为国家创新型城市，科技创新有力支撑产业转型升级，政府和企业用于产业转型升级的投入逐年递增，单位 GDP的工业三废排

放和大气污染排放水平显著下降。而上游地区大多属于重要生态功能区或限制开发区，产业发展基础较为薄弱，用于治理环境污

染的投入相对有限，单位产出的环境污染成本一直被迫处于高位。 

表 4汉江生态经济带产业生态化水平的综合得分(2011～2019年) 

地区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均值 

襄阳 0.634 0.681 0.734 0.659 1.202 4.214 4.074 6.091 5.320 2.623 

商洛 0.254 0.255 0.309 0.204 0.346 0.533 0.881 0.866 0.910 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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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 0.229 0.202 0.413 0.597 0.746 1.160 1.437 1.290 1.120 0.799 

汉中 0.396 0.444 0.432 0.423 0.682 1.144 0.961 1.104 1.081 0.741 

南阳 0.980 1.127 2.399 1.865 2.185 1.633 1.921 1.960 2.038 1.790 

十堰 1.181 1.315 1.269 1.297 1.367 1.520 1.726 1.849 1.670 1.466 

孝感 0.713 0.830 0.812 0.900 1.006 0.631 0.767 0.900 1.588 0.905 

随州 1.106 1.348 1.455 1.102 1.217 1.399 1.841 2.128 2.377 1.553 

荆门 0.519 0.644 0.753 0.838 0.893 0.918 0.946 1.197 1.477 0.909 

汉江经济带 0.668 0.761 0.953 0.876 1.072 1.461 1.617 1.932 1.953 1.255 

 

 

图 1 2011、2019年汉江生态经济带产业生态化水平 

 

图 2汉江生态经济带产业生态化水平空间分布格局(2011～2019年均值) 

3.2汉江生态经济带生态产业化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 

从时间维度来看，汉江生态经济带生态产业化水平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表 5),从 2011年的 0.649增长到 2019年的 1.069,

年均增长 6.44%,表明单位 GDP产出的资源消耗不断减少及资源利用水平持续提升。2011年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新常态下转型

发展的大势所趋，汉江生态经济带沿线各城市能耗、水耗、电耗不断下降；另一方面，汉江生态经济带沿线城市大力实施产业循

环发展战略，推动产业绿色发展、集聚发展与创新发展，结合城市特色打造循环产业发展的国字号名片，如上游的汉中是国家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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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经济产业集聚区，商洛是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市，中下游的襄阳是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十二五”以来，衡量汉江生态经济带资源利用水平的主要指标——工业废物综合利用率、城市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持续上升，表明在汉江生态经济带生态产业化水平稳步上升的同时，生态资源利用水平也呈现持续提升的态势，这也符合生

态产业化关于资源节约的总体要求。 

表 5汉江生态经济带生态产业化系统的综合得分(2011～2019年) 

地区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均值 

襄阳 0.605 0.628 0.628 0.629 0.753 0.818 0.837 0.877 0.918 0.744 

商洛 0.909 0.962 1.017 1.050 1.072 1.010 0.896 0.984 0.994 0.988 

安康 0.635 0.668 0.704 0.852 0.870 0.942 0.955 0.947 1.215 0.865 

汉中 0.603 0.685 0.743 0.779 0.800 0.821 0.897 1.097 1.196 0.847 

南阳 0.732 0.727 0.736 0.848 0.802 0.856 0.817 0.838 1.067 0.825 

十堰 0.520 0.484 0.490 0.513 0.551 0.597 0.602 0.653 1.176 0.621 

孝感 0.643 0.707 0.678 0.653 0.677 0.655 0.594 0.640 1.186 0.715 

随州 0.682 0.745 0.753 0.770 0.785 0.792 0.741 0.765 1.093 0.792 

荆门 0.508 0.551 0.591 0.603 0.616 0.603 0.599 0.625 0.776 0.608 

汉江经济带 0.649 0.684 0.704 0.744 0.770 0.788 0.771 0.825 1.069 0.778 

 

从 2011～2019年均值来看，汉江生态经济带上游三市，商洛、安康和汉中的生态产业化水平高于其他地区(表 5),但各地区

生态产业化水平的差距不大，而且这种差距有逐步缩小的趋势。从空间分布来看，生态产业化水平呈现上中下游逐步递减的梯度

分布格局(图 3、图 4)。从指标权重来看，影响汉江生态经济带生态产业化水平各异的主要因素是单位 GDP 能耗、水耗和电耗。 

 

图 3汉江生态经济带生态产业化水平(2011、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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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汉江生态经济带生态产业化水平空间分布图(2011～2019年均值) 

究其原因是汉江生态经济带的中上游地区大多属于国家或省级生态功能区，是中西部的重要生态屏障，生态资源丰富，近年

来重视发展绿色食品、生物医药、大健康等高附加值产业，以较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更多的产出，生态产业化发展态势良好。而经

济带下游地区长期积累的传统产业，如汽车、机械、化工、电子等产业产能体量大、单位 GDP的资源消耗居高不下，对依靠要素

投入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惯性大，产业转型与绿色发展的任务相对较重。 

3.3汉江生态经济带“两化”耦合度、耦合协调度与同步关系分析 

根据前文测算的“两化”发展水平，采用耦合模型计算出汉江生态经济带沿线地区“两化”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计算

结果分别如表 6、表 7所示。 

通过计算“两化”耦合度，探究汉江生态经济带“两化”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程度。如表 6 所示，2011～2019 年汉江生态

经济带“两化”耦合度总体水平不断上升，特别是 2019年“两化”耦合类型由磨合阶段调整为高水平耦合阶段，说明“两化”

形同运行良好程序中的两个模块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程度较高。在样本期内，汉江生态经济带沿线大部分城市“两化”耦合度

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图 5),潜在原因可能是国家对于流域治理开发制度的完善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加强，各地区自发调节“两化”

之间的矛盾。从耦合度空间分布来看，汉江生态经济带上游的商洛、安康和汉中等地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耦合度呈现较快

增长的态势，“两化”之间关系趋向有序发展。相比较而言，中下游地区的耦合度均值均低于上游地区，表明汉江生态经济带中

下游地区生态产业化水平虽逐年提高，但向高水平目标发展还存在一定距离，在强调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需特别注意为产

业发展注入“绿色动力”和“绿色基因”。总体而言，样本期内汉江生态经济带“两化”耦合度基本处于磨合阶段，具有较好的

资源、产业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两化”耦合度均值离高水平耦合阶段尚有一定距离，可见汉江生态经济带“两化”

协调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由表 7 可知，2011～2019 年汉江生态经济带“两化”耦合协调度有较大提升，呈快速增长态势，协调类型由勉强耦合协调

类型发展到良好协调发展类型，产业发展在“生态化改造”过程中能够有效纳入当地生态系统循环中。根据 2011～2019年汉江

生态经济带“两化”耦合协调度均值(表 7),运用 GIS 软件绘制“两化”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图(图 6)。从空间视角分析沿线城

市耦合协调度，汉江生态经济带内部“两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各异，在大多年份里汉江生态经济带上游的商洛、安康、汉中的

耦合协调度要高于中下游地区，这说明了中下游地区较之上游地区来看，虽然近年来中下游各城市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总

体生态环境质量较低，造成“两化”耦合协调度整体偏低，这和“两化”耦合度的空间分布情况大致相同。未来汉江中下游城市

要“两手抓”,一手抓创新驱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着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

护力度，着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积极探索我国内河流域“两化”协调发展的新模式。 

表 6汉江生态经济带“两化”耦合度及类型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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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 

耦合度 0.577 0.594 0.652 0.619 0.683 0.714 0.712 0.764 0.770 0.676 

类型 C C C C C C C C C C 

商洛 

耦合度 0.566 0.540 0.611 0.698 0.745 0.786 0.819 0.892 0.890 0.727 

类型 C C C C C C D D D C 

安康 

耦合度 0.608 0.508 0.869 0.939 0.988 0.979 0.920 0.954 0.910 0.859 

类型 C C D D D D D D D D 

汉中 

耦合度 0.616 0.711 0.765 0.732 0.887 0.847 0.842 0.861 0.870 0.792 

类型 C C C C D D D D D C 

南阳 

耦合度 0.658 0.609 0.672 0.639 0.617 0.615 0.649 0.604 0.670 0.637 

类型 C C C C C C C C C C 

十堰 

耦合度 0.721 0.619 0.646 0.661 0.671 0.656 0.588 0.595 0.970 0.681 

类型 C C C C C C C C D C 

孝感 

耦合度 0.695 0.687 0.684 0.650 0.625 0.699 0.668 0.644 0.670 0.669 

类型 C C C C C C C C C C 

随州 

耦合度 0.691 0.641 0.608 0.738 0.709 0.752 0.670 0.605 0.980 0.711 

类型 C C C C C C C C D C 

荆门 

耦合度 0.600 0.588 0.571 0.547 0.534 0.516 0.502 0.413 0.570 0.538 

类型 C C C C C C C B C C 

经济带 

耦合度 0.637 0.611 0.675 0.691 0.718 0.729 0.708 0.704 0.811 0.698 

类型 C C C C C C C C D C 

 

注：本表分别用 A、B、C、D表示低水平耦合、拮抗阶段、磨合阶段、高水平耦合等类型. 

表 7汉江生态经济带“两化”耦合协调度及类型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均值 

襄阳 

协调度 0.498 0.524 0.566 0.531 0.617 0.856 0.798 0.674 0.714 0.642 

类型 C C C C B A B B B B 

商洛 协调度 0.574 0.573 0.636 0.662 0.727 0.779 0.853 0.808 0.918 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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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C C B B B B A A A B 

安康 

协调度 0.512 0.470 0.697 0.825 0.894 0.814 0.842 0.903 0.909 0.763 

类型 C C B A A A A A A B 

汉中 

协调度 0.555 0.634 0.671 0.663 0.811 0.812 0.884 0.974 0.870 0.764 

类型 C B B B A A A A A B 

南阳 

协调度 0.551 0.543 0.503 0.531 0.660 0.775 0.743 0.719 0.897 0.658 

类型 C C C C B B B B A B 

十堰 

协调度 0.583 0.546 0.554 0.673 0.602 0.633 0.727 0.763 0.995 0.675 

类型 C C C B B B B B A B 

孝感 

协调度 0.486 0.527 0.514 0.511 0.525 0.471 0.474 0.504 0.804 0.535 

类型 C C C C C C C C A C 

随州 

协调度 0.469 0.519 0.519 0.531 0.543 0.608 0.630 0.736 0.801 0.595 

类型 C C C C C B B B A C 

荆门 

协调度 0.555 0.593 0.619 0.628 0.635 0.627 0.623 0.613 0.647 0.616 

类型 C C B B B B B B B B 

经济带 

协调度 0.531 0.548 0.587 0.617 0.668 0.708 0.730 0.744 0.840 0.664 

类型 C C C B B B B B A B 

 

注：本表分别用 A、B、C、D、E表示良好协调发展、中度协调发展、勉强协调发展、中度失调衰退和严重失调衰退等类型. 

 

图 5 2011、2019年汉江生态经济带“两化”耦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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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汉江生态经济带“两化”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图(2011～2019年均值) 

在“两化”同步关系上，汉江生态经济带多数地区表现为产业生态化领先型(表 8)。2011～2019 年在汉江生态经济带全部

81 个研究样本中，呈现产业生态化滞后型的样本为 22 个，占总样本数的 27.16%,表征为产业生态化领先型的样本有 59 个，占

总样本数的 72.84%。从均值水平来看，除汉中、商洛、安康表现为产业生态化滞后型外，汉江生态经济带其他地区都表现为产

业生态化领先型，表明汉江生态经济带在“两化”发展速度上，中下游地区产业生态化领先于生态产业化，上游地区产业生态化

滞后于生态产业化。下游地区产业生态化长期领先于生态产业化可能会抑制“两化”耦合协调度水平的提高。 

表 8汉江生态经济带“两化”的同步关系(2011～2019年)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均值 

襄阳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商洛 滞后型 滞后型 滞后型 滞后型 滞后型 滞后型 滞后型 滞后型 滞后型 滞后型 

安康 滞后型 滞后型 滞后型 滞后型 滞后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滞后型 滞后型 

汉中 滞后型 滞后型 滞后型 滞后型 滞后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滞后型 滞后型 

南阳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十堰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孝感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滞后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随州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荆门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领先型 

 

注：因篇幅有限，分别采用领先型、同步型和滞后型代表产业生态化领先型、“两化”同步型、产业生态化滞后型.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4.1研究结论 

(1)从时间维度上看，汉江生态经济带产业生态化整体水平呈现不断上升的格局。襄阳在汉江生态经济带产业生态化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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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大的首位度；从空间维度来看，样本期内汉江生态经济带产业生态化水平呈现上中下游逐步递增的梯度分布格局，且产业

生态化水平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单位产出的工业三废排放水平差异较大，是造成城市间产业生态化水平差异显著的主要原

因。 

(2)从时间维度上看，汉江生态经济带生态产业化总体水平表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汉江生态经济带上游三市，商洛、安康

和汉中的生态产业化水平高于其他地区；从空间分布来看，汉江生态产业化水平呈现上中下游逐步递减的梯度分布格局，各地区

生态产业化水平的差距不大，而且这种差距有逐步缩小的趋势。影响汉江生态经济带生态产业化水平各异的主要因素是单位 GDP

能耗、水耗和电耗。 

(3)汉江生态经济带“两化”耦合度总体水平不断上升，“两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断增强；样本期内“两化”耦合协调度

呈快速增长态势，由勉强耦合协调类型发展到良好协调发展类型。从空间视角来看，汉江生态经济带内部“两化”耦合协调发展

差距较大，上游地区的耦合协调度要高于中下游地区，这和“两化”耦合度的空间分布情况大致相同。研究发现，在“两化”同

步关系上，汉江生态经济带多数地区表现为产业生态化领先型。中下游地区产业生态化领先于生态产业化，上游地区产业生态化

滞后于生态产业化。 

4.2政策启示 

(1)坚持推动产业绿色发展。 

实施差异化的主体功能区产业发展政策，在下游重点开发区域应加快工业的生态化转型发展，以“新基建”为指引，支持新

能源汽车、智能制造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继续加大各类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及污染防

治力度，降低下游地区单位产出的环境污染物排放量；在中上游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积极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

同体，推进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智慧农业。 

(2)构建多层次的资源节约循环利用体系。 

按照循环经济的 3R原则，加强汉江沿线各地工业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与废物循环利用，推进产业园区循环低碳化改造和能源

资源梯级利用，提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在资源循环利用基础比较好的城市，加大经费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建设资源循环

经济产业示范园区；倡导个人绿色消费、企业绿色办公、政府绿色采购理念，引导企业不断降低产品生产、物流、销售等过程中

的水耗、能耗和电耗。上游地区进一步加大投入建设生活污水、垃圾集中处理设施，提高城市污水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 

(3)协同推进汉江生态经济带“两化”协调发展。 

汉江中上游地区在承担水源涵养、保持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的同时，必须因地制宜优化本地产业结构和布局，推动工业由

初级原材料密集型向中高端、高附加值密集型转变，提升产业生态化水平；充分发挥政府在推进汉江“两化”协调发展中的引领

带动作用，引导汉江下游地区的人才、资本和绿色产业优先向中上游地区有序转移，中上游地区对核心人才、专利技术、绿色资

本等要素引进方面给予特殊的政策倾斜。广泛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汉江下游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统筹推进汉江碳排放交易市场、矿

业权市场建设，为“两化”协调发展提供必要的平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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